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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三农”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了我国的重大战
略。尽管２００４年以来，我国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但粮食的增产潜力问题仍然值得研判，这关系到我国农
业政策的重点及其导向。研究我国粮食的增长潜力不仅要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还需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
如何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农户的组织化实现分散小农户发展能力的提升，同样是学界

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发挥其教育功能，有效提升了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对小农户应对
大市场的挑战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在扶贫攻坚背景下，合作社所具有的天然益贫性也使其成为农户减贫脱
困、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的组织基础。自２００７年我国首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以来，我国的合作社数量呈
现迅猛发展的态势，但合作社的异化现象却日益突出，其本质属性及规范化问题也成为合作组织研究学者讨论
的核心议题。然而，从既有的文献看，多数研究停留于理论探讨，较少结合我国合作社多样化发展的实际。
以上两方面作为“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仍然需要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域，结合我国“三农”发展的实际

展开研究，为我国粮食安全政策及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研判。为此，本期中国“三农”问
题研究栏目特设“我国粮食生产潜力及合作社本质属性”专题，以飨读者，并诚挚期盼海内外学者继续为本刊
“三农”研究栏目惠赐大作！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黄祖辉教授

中国粮食生产潜能分析：
一个基于“俱乐部收敛”的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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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粮食单产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粮食单产的收敛分析有助于预测粮食生产

潜能。对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３０个省区市稻谷、玉米、小麦三种主粮单产数据的收敛分析发现，传统收

敛β收敛与σ收敛的分析结果相互冲突，并且与现实不符。而俱乐部收敛分析发现，稻谷单产全国范围内

趋于收敛；玉米单产同样在全国范围内收敛；但小麦单产则不存在总体收敛趋势，而是收敛于三个不同的

俱乐部。进一步以“俱乐部”内最高单产为参照测算三种主粮历年的生产潜能，预测结果显示，实际产量

与潜在产量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三种主粮在２０１２年的潜在总产量为６．６万亿吨，仍比实际产量高２６％；

初步估计，未来１０—２０年之内，三种主粮的增产潜能会保持在１０％以上。

［关键词］粮食生产潜能；粮食单产收敛；俱乐部收敛；ｌｏｇ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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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ｐｕ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ｌｕｂｓ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ｌｕｂ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ｗ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ｓ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ａｎｄ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ｄｏｗｎ　ｔｏ
１１．７６％ｉｎ　２０１２．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ｇｒａｉｎｓ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６．６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２６％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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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ｉ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ｃｌｕｂ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ｌｏｇｔ　ｔｅｓｔ

一、引　言

改革开放近４０年来，我国在解决温饱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粮食总产量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０５
亿吨增长到２０１４年的６．０７亿吨，年均增长率为２％。尤其是２００４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十
二连增”，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粮食供给压力。然而，粮食供需矛盾并未就此解决。一方面，粮食需求
仍然保持增长态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饮食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其中，鱼类、肉类的消
费需求不断上升［１－２］。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５年的数据，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由２　５１７万
吨增至６　４６１万吨，而同期肉类总产量由５　２６０万吨增至８　７０７万吨。由于水产畜禽养殖过程中需
要消耗大量饲料粮食，料肉转换比基本都在２∶１以上，故其需求的持续增长导致我国饲料粮需求
量呈“刚性”增长态势，饲料用粮已经成为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因［３－６］。另一方面，在粮食需
求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粮食生产却面临着土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趋于减少的问题。受城镇
化发展与粮争地、土地成本不断攀升的影响，我国粮食总播种面积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２亿公顷下降到

２０１４年的１．１亿公顷。与此同时，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年均约４８０万亩，被占用耕地的土
壤耕作层资源浪费严重，而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不高［７］，可以预期，未来粮食播种面积仍然会保
持稳中略降的趋势。此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使
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趋于“老龄化、妇女化”，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最终影响劳动力
流出地的粮食生产①。由此可见，未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将主要依赖单产的提高［８］。改革开放以
来的经验同样表明，单产水平提高才是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的关键［９］。１９７８年，我国粮食单产仅
为每公顷２　５２７千克，其中，三种主要粮食稻谷、小麦以及玉米单产分别为３　９７８、１　８４５和２　８０３千
克／公顷。到２０１３年，粮食单产水平增至每公顷５　３８５千克，三种主要粮食则分别为６　７１７、５　０５６以
及６　０１６千克，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如图１）。

图１　粮食以及三种谷类全国平均单位产量（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

随着中国粮食进口的不断增加，自给率不断下降，研究中国各地区主要粮食（小麦、水稻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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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单产的差异以及收敛趋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国粮食单产未来的发展趋
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粮食生产潜能，从而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的粮食单产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见表１）。表１列出了各地区四个代表性年份的单产数
据，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平均粮食单产明显低于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具体到单个粮
食作物，数据显示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稻谷单产居全国首列，远高于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两个稻
谷主产区；而小麦单产的区域差异则有所不同，其中，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单产水平不仅低于中南
地区和华东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南地区单产远低于其他地区；玉米单产较高的区域则集
中在几个主产区，东北、华北以及华东地区。

表１　各地区粮食单产

单位：千克／公顷　　

粮食种类 年份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中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全国平均

粮食单产

２０１０　 ４　１７５．１６　 ５　０３０．１１　 ５　５９３．４１　 ５　４８１．０４　 ４　４１０．１２　 ４　１２０．５１　 ４　９７３．５８

２０００　 ３　２３４．２７　 ３　６６０．０７　 ４　９９８．８９　 ４　８８８．７３　 ４　１８３．８１　 ３　１６９．６５　 ４　２６１．１５

１９９０　 ３　１２８．５１　 ４　１６１．１５　 ４　４３５．６５　 ４　２２２．７１　 ３　７６９．２５　 ２　７４０．１７　 ３　９３２．８４

１９８０　 １　８３１．４１　 ２　５１９．６８　 ３　２１０．４４　 ３　０２３．６９　 ２　９８４．２５　 １　７５１．５１　 ２　７３４．３１

稻谷单产

２０１０　 ７　４５４．０９　 ６　９６６．２４　 ６　５２４．６０　 ６　１９３．７３　 ７　０２０．７６　 ７　７１４．４０　 ６　５５２．９６

２０００　 ５　２２０．９８　 ６　６９３．４０　 ６　１１３．６５　 ６　１０１．１５　 ６　８００．０６　 ７　２８８．９０　 ６　２７１．５９

１９９０　 ５　６４２．８１　 ５　９５０．３４　 ５　６４１．０８　 ５　５５９．８９　 ６　２８４．８８　 ６　４８５．２６　 ５　７２６．１２

１９８０　 ５　３４９．７２　 ４　９７７．６２　 ３　９９７．１７　 ４　００１．６２　 ４　６２８．４４　 ４　３６８．７８　 ４　１２９．６１

小麦单产

２０１０　 ４　３９８．３９　 ３　３４７．４２　 ５　３０１．０４　 ５　４３２．９６　 ２　６５３．９１　 ４　００４．１７　 ４　７４８．４４

２０００　 ３　９０５．７９　 １　８８３．８４　 ４　２４６．１１　 ４　２２２．７５　 ２　７５７．８３　 ２　９８６．７７　 ３　７３８．２２

１９９０　 ３　３３９．９３　 ２　７２３．０４　 ３　５６６．１７　 ３　２３０．０６　 ２　６７６．４２　 ２　８２８．５２　 ３　１９４．１１

１９８０　 １　２８１．６０　 １　８２３．８８　 ２　３１６．４９　 ２　１１２．４１　 ２　０７１．７５　 １　６３６．６２　 １　９１３．８９

玉米单产

２０１０　 ５　３２１．１４　 ５　７６２．３５　 ５　９４３．００　 ５　２３９．６５　 ４　８５４．５１　 ５　２３０．５５　 ５　４５３．６８

２０００　 ４　２９５．８１　 ４　３０７．４３　 ５　７１３．４３　 ４　５１９．９９　 ４　３４２．９３　 ４　７９０．７７　 ４　５９７．４７

１９９０　 ４　４６５．１２　 ５　６７１．１３　 ４　４８４．９０　 ３　８５０．７１　 ３　４９５．２１　 ３　６９２．７０　 ４　５２３．９４

１９８０　 ２　９５３．１５　 ３　３７４．０８　 ３　６８４．９７　 ２　６９１．７６　 ３　１６８．４５　 ２　５２１．９９　 ３　１１６．３８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粮食单产的提升主要取决于劳动、化肥、机械、灌溉设施等传统和现代要素
投入的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带来的技术进步贡献的提升，以及农村经营体制、市场化改革和城乡户
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农民积极性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１０－１５］。那么，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市场化改
革和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地区间技术、要素的自
由流动，粮食的单产水平（即单产）理论上应该还有上涨的空间，并且单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上涨潜力
更大，最终各地区可能趋于收敛。Ｆａｎ的研究认为，１９６５—１９８６年生产效率提升对中国农业增长
的贡献为２６．６％，如果能不断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并推进农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农业
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１０］。Ｗａｎｇ等采用利润函数研

究发现，我国农业生产的平均生产效率分别为６１％和６２％，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１６－１７］。Ｍａｏ等通
过ＤＥＡ方法实证研究认为，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中国很多地区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发生恶化，农业产出
增长的潜力仍然较大［１８］。Ｔｉａｎ等认为中国三种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损失低于１５％，并在样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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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基本稳定，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用不大，但是随着粮食种植结构由主产区向非主产区转移，
粳稻生产技术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我国未来的粮食供给［１９］。此外，高鸣、宋洪
远［２０］，以及周端明［２１］、匡远凤［２２］的研究均发现技术效率提升在我国粮食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生产效率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生产潜能分析，假设全国各地区具有相同的生产前沿函数，忽

略了农业生产的区域间政策、地理以及气候等因素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
件、气候以及自然资源的限制，各地的农业生产都会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而单产数据综合了自然条
件、气候以及政策等众多信息，最能反映不同地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和增长潜力，适合用于收敛分
析和潜能预测。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性差异，中国各地之间的土地生产力可能存在显
著的差异，各地区粮食单产水平上涨的潜力不同，更有可能收敛于几个不同的俱乐部。当前研究收
敛的文献大多根据空间相邻地区人为划分收敛区间，这种方法不一定能完全抓住不同地区的生产
相似性以及相邻地区的断点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规范的统计分析来重新检验单产的收敛情况。
本文选择稻谷、小麦以及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作为研究对象，检验它们的单产收敛情况。当

全国范围内的收敛并不存在时，我们应用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提出的“俱乐部收敛”分析三种主粮单产的俱
乐部收敛情况，探讨不同地区是否收敛于几个不同的均衡水平［２３］。从理论上讲，在一个收敛俱乐
部内，产量最高的成员即为所有成员的潜在产能。通过对每个俱乐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总
体的粮食生产潜能。

二、俱乐部收敛理论

由于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政策意义，长期以来，收敛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热门话题。大体而言，
收敛机制可以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指的是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增长更快

［２４］，而σ收敛描
述的是地区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２５］。这两种收敛方式是紧密相关的，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证
明了β收敛是σ收敛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２６］。然而，当前检验收敛的方法均存在一定缺陷。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指出，如果落后地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领先地区，导致末期落后地区超过领先地区，且
两者的差距高于初期，那么，传统的Ｂａｒｒｏ方程得出的β收敛结果是错误的

［２６］。此外，如果数据生
成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噪声，传统的ｔ检验同样是不合适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进一步指出，如果数据是不
稳定的，例如存在布朗运动（Ｂｒｏｗｎｉａｎ　ｍｏｔｉｏｎ），那么方差的自然增长会使传统的σ收敛出现误导
性。更关键的是，这两种收敛分析忽视了样本中不同的收敛俱乐部［２３］。
有鉴于此，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提出了一种新的收敛检验方法［２３］，这种方法类似于条件σ收敛检验，它

允许数据存在各种不同的时间趋势和个体异质性。相对于传统β收敛和σ收敛方法，这种检测收
敛的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当总体样本不存在收敛趋势时，不需要人为划分收敛组别，而是可以通
过不断地试错将所有个体的收敛情况进行聚类，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的个体被划为一个收敛俱乐
部，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所有局部收敛情况运用统计方法甄别出来，形成不同的收敛俱乐部［２７］。下
面对这种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于任何面板数据Ｘｉｔ，我们都可以将其分解成两个部分：

Ｘｉｔ ＝δｉｔμｔ （１）
其中，μｔ是所有个体的共同因子，而δｉｔ 则是时间变化因子的载荷系数（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它可以进一步用一个半参数方程来表示：

δｉｔ ＝δｉ＋ σｉ
Ｌ（ｔ）ｔａξｉｔ

（２）

δｉ是固定成分，不随时间变化；ξｉ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且独立同分布，但在时间上弱相依且平稳。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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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消除方差随时间自然增长的增长变化方程（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如果面板数据是
平稳的，Ｌ（ｔ）可以忽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对于任何大于等于０的ａ，当时间ｔ趋于无穷大
的时候，δｉｔ 会收敛于δｉ。因此，如果所有个体拥有相同的共同因子δｉ ＝δ，那么，当ａ大于等于０时，
所有个体将收敛于相同的均衡状态。这样的话，收敛与否就可以通过检验ａ是否大于等于０来判
断。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模型来检验收敛。
原假设为Ｈ０：δｉ ＝δ，即ａ≥０。

ｌｏｇ
Ｈ１
Ｈ（ ）ｔ －２ｌｏｇＬ（ｔ）＝ｂ０＋２ａｌｏｇｔ＋ｕｔ （３）

其中，Ｈｔ＝ １Ｎ∑
Ｎ

ｉ＝１
（ｈｉｔ－１）２；ｈｉｔ ＝ Ｘｉｔ

Ｎ－１∑
Ｎ

ｉ＝１Ｘｉｔ
；ｂ０＝－２ｌｏｇＬ（１）＋ｕ１。ｔ＝［ｒＴ］，［ｒＴ］＋１，，

Ｔ，且ｒ＞０，表明回归中我们仅使用一部分数据。这样，收敛的原假设就可以通过一个自回归和异
方差稳健的单边ｔ检验来判断ｌｏｇｔ的系数，所以我们称之为ｌｏｇｔ检验。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判定总体的收敛情况，还可以在总体不收敛时进一步判定个体是否收敛于

不同俱乐部，即俱乐部收敛。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操作。
第一步，将所有个体按照最后某个时间段的平均值珡Ｘｉ进行排序：

珡Ｘｉ＝ １
ωＴ∑

Ｔ

ｔ＝［Ｔ－ωＴ］＋１Ｘｉｔ （４）

Ｔ是总时间长度，ω是时间的最后一部分（例如：ω等于１／２或者１／３）。
第二步，找出核心组成员。用ｌｏｇｔ检验依次对均值最高的ｋ（ｋ＝２，…，Ｎ）个个体进行回归检

验，计算出ｌｏｇｔ的ｔ检验值ｔｋ。当ｔｋ小于－１．６５（５％ 显著性水平）时，停止回归，在已有的ｔ检验值
中找出最大的ｔｋ，与之对应的那个ｋ＊ 就是核心收敛组包含的成员数量（即均值最高的ｋ＊ 个个体）。
如果所有的ｔｋ均大于－１．６５，这表明所有个体均收敛于一个俱乐部，即样本总体收敛。反之，如

果均值最高的两个个体对应的ｔ检验值ｔｋ都小于－１．６５，则需要将均值最高的个体剔除，对剩下的
个体重新逐步回归。如果剩下的个体中均值最高的两个仍然不能满足ｔｋ＞－１．６５，我们照例剔除均
值最高的那个，然后重复上述操作，直到找出ｔｋ ＞－１．６５的核心组。如果找不到任何连续的个体满
足ｔｋ ＞－１．６５，则表明样本中不存在收敛组。
第三步，构建第一个收敛组。一旦找到了核心组，我们将其他个体一个一个加入到核心组中进

行回归检验并计算出ｌｏｇｔ的ｔ检验值ｔｋ。然后将所有ｔｋ 大于某个阈值（如０）的个体加入到核心组
中，对新形成的组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如果ｔｋ ＞－１．６５，我们认为这些个体收敛并且组成了第一个
收敛组；如果ｔｋ ＜－１．６５，则提高阈值，剔除一些对应ｔｋ 值较小的个体，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如此直
到ｌｏｇｔ的ｔ检验值 ＞－１．６５，从而形成第一个收敛组。
第四步，构建第二个收敛组。第一个收敛组形成以后，我们对剩下的个体进行ｌｏｇｔ检验，如果

ｔｋ ＞－１．６５，表明剩下的个体收敛于另外一个组，即全部样本收敛于两个俱乐部。如果ｔｋ ＜－１．６５，
我们对剩下的个体重复第一步至第三步的操作，从而找出其他收敛组。如果此时在第二步中找不
出满足ｔｋ ＞－１．６５的连续个体，则表明剩下的个体均发散，即全体样本中，一部分收敛于一个小
组，剩下的个体全部发散。

三、数据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农业６０年统计资料》，里面包含了全国３１个省区市（港、澳、台地
区除外）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８年各种农作物单位产量数据。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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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之所以选择稻谷、小麦和玉米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的种植面积广泛，几乎
涵盖了全国各大省区，而且是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同时也是世界上总产量最高的三大粮食作物
（ＦＡＯＳＴＡ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２０１３年稻谷、小麦以及玉米的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总面
积的比重达到了８１．１％，占谷物播种总面积的比重则高达９６．８％。相应的，它们的产量占粮食总
产量和谷物总产量中的份额分别高达９０．４％和９８．４％。
此外，上述资料中没有广东１９９８年和海南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７年以及１９９８年的稻谷单产数据，我们

分别用《广东统计年鉴》１９９９年和《海南统计年鉴》１９８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的数据作为补充。福建１９７８
年至１９８４年的玉米种植较少，统计年鉴中没有汇报；此外，西藏１９８５年以前的稻谷种植较少，统计
年鉴中也没有汇报，但我们从中国玉米网①和中华粮网数据中心②分别找到了相应的数据进行补
充。另外，海南没有小麦种植数据，玉米种植也非常少且大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青海没有稻谷种植
数据，其玉米种植也非常少且大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重庆１９９７年才设立直辖市，所有没有包含在分
析中。１９７８和１９７９年数据不全，我们选择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作为研究区间。最后，我们得到２９个省
区市３３年（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的稻谷数据（不包括青海和重庆）和小麦数据（不包括海南和重庆），２８
个省区市３３年（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的玉米数据（不包括青海、海南以及重庆）。图１展示了三种作物
的年均单产变化趋势，我们发现稻谷的单产最高，玉米次之，小麦最低。

四、实证分析

（一）传统收敛检验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用传统的方法检验三种粮食单产的收敛性。表２汇报了用Ｂａｒｒｏ等提出的方法得出
的β收敛检验结果

［２４］。结果显示各省区市三种粮食的单产均趋于收敛，且在１％水平上显著。其
中，玉米收敛速度最快，为１．１３％；其次为小麦和稻谷，分别为０．６７％和０．５４％。这样的结果很容
易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技术扩散迅速，从而使全国粮食单产收敛。

表２　β收敛结果

谷类 β ｔ值 ｐ值

稻谷 ０．００５　４　 ３．１２　 ０．００

小麦 ０．００６　７　 ３．４５　 ０．００

玉米 ０．０１１　３　 １１．２５　 ０．００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初期时单产较低的地区的土地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升，且在末
期远远超过初期时领先的地区，那么，β收敛并不意味着地区间差距的缩小。相关数据也证明这种
可能性确实存在。表３列出了最初５年（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单产最高的５个省区市和最低的５个省
区市，以及它们在最初５年和最后５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平均单产以及这个时间段内的增长情
况。我们发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半期稻谷单产位居第三的山西，单产水平急剧下降，到最近５年已
经远远落后于８０年代初单产最低的５个省区市。同样，早期玉米单产最高的辽宁到最近５年已经
被大多数早期单产较低的地区所超越。至于小麦，虽然各省区市单产水平均有提升，但增长幅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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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日。



极大差异。其中，早期小麦单产最高的上海，增长比例居全国末位，已被大部分地区超越。
当然，表３中的结果并不表明β收敛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但至少对检验结果提出了质疑，因

此需要进一步检验单产的σ收敛情况。我们首先计算了三种粮食的变异系数（图２），结果显示玉
米呈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稻谷和小麦的收敛趋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小麦，１９８１年之后变异系数
并没有任何下降趋势。用标准差对时间进行回归，我们发现小麦模型中时间趋势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小麦的单产存在发散趋势；而稻谷和玉米模型中的时间趋势项均不显著，无法判断收敛与发散
趋势。

表３　三种粮食单产的变化

单位：千克／公顷　　

初期

排名

稻谷 小麦 玉米

省区市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４年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比例

　省区市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４年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比例

　省区市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４年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比例

１ 宁夏 ７　７４３．０　８　３６４．４ 　８．０３％ 上海　 ３　６９４．６　３　９７３．９　 　７．５６％ 辽宁　 ５　１７７．８　５　９０６．４　 １４．０７％

２ 辽宁 ６　６９７．４　７　４９３．２　 １１．８８％ 江苏 ３　６７１．８　４　８４５．５　 ３１．９６％ 上海　 ５　０８８．６　６　２９９．３　 ２３．７９％

３ 山西 ６　３９５．６　４　１７５．９ －３４．７１％ 北京 ３　０２２．２　４　９９８．５　 ６５．３９％ 北京　 ４　３５３．４　６　０７０．５　 ３９．４４％

４ 河北 ５　８６１．２　６　６８３．７　 １４．０３％ 河南 ３　００４．８　５　８５２．１　 ９４．７６％ 吉林　 ４　３０５．２　７　０２７．９　 ６３．２４％

５ 四川 ５　７１７．６　７　５３８．７　 ３１．８５％ 西藏 ２　８２８．６　６　６５４．１　１３５．２４％ 江苏　 ４　１０３．８　５　３７３．１　 ３０．９３％

２５ 西藏 ３　７５７．５　５　５９８．３　 ４８．９９％ 广东 １　３０９．８　２　９６０．１　１２６．００％ 广西　 ２　１１０．０　４　１９２．０　 ９８．６７％

２６ 黑龙江 ３　４８８．２　６　６９６．３　 ９１．９７％ 内蒙古 １　２５６．８　３　１３３．４　１４９．３１％ 湖南　 １　６８４．６　５　６４８．５　２３５．３０％

２７ 新疆 ３　３５７．６　７　６８７．０　１２８．９４％ 贵州 １　２０１．８　１　６４９．８　 ３７．２８％ 广东　 １　６０５．６　６　５８０．９　３０９．８７％

２８ 内蒙古 ２　７６１．０　７　７０８．６　１７９．２０％ 江西 ８８８．２　１　９４８．１　１１９．３３％ 江西　 １　３５９．０　４　３８９．０　２２２．９６％

２９ 海南 ２　６７６．０　４　５７２．０　 ７０．８５％ 广西 ８４５．２　１　３９２．１　 ６４．７０％ 福建　 ８４６．０　３　８３７．５　３５３．６０％

图２　三种粮食单产的σ收敛（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

（二）“俱乐部收敛”分析结果

传统σ收敛检验方法虽然直观，但不能给出明确的判定；此外，如果数据不稳定，变异系数同样

会给出误导性的结论［２３］。因此，有必要用“俱乐部收敛”方法来重新检验收敛情况。

在进行回归检验之前，我们首先采用 Ｈａｄｒｉ和Ｂｒｅｉｔｕｎｇ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２８－２９］判断三种
粮食的单产是否平稳（见表４）。Ｂｒｅｉｔｕｎｇ检验的原假设是面板数据包含单位根，因此，拒绝原假设
意味着面板数据是平稳的；而 Ｈａｄｒｉ检验的原假设是所有的面板均平稳，因此，拒绝原假设意味着
至少部分面板是非平稳的。我们的检验结果显示Ｂｒｅｉｔｕｎｇ检验均无法拒绝原假设，而 Ｈａｄｒｉ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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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我们判定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在应用ｌｏｇｔ检验判定
收敛情况时，必须加入Ｌ（ｔ）来消除方差随时间的自然增长。根据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的建议，本文采用

Ｌ（ｔ）＝ｌｏｇ（ｔ＋１）［２３］。

表４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谷类 检验方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 　　　结论

稻谷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１．８１　 ０．９６４　７ 面板包含单位根

Ｈａｄｒｉ　 ６６．３４＊＊＊ ０．００００ 至少部分面板包含单位根

小麦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３．００　 ０．９９９　８ 面板包含单位根

Ｈａｄｒｉ　 ７０．６９＊＊＊ ０．００００ 至少部分面板包含单位根

玉米
Ｂｒｅｉｔｕｎｇ　 ３．５３　 ０．９９８　７ 面板包含单位根

Ｈａｄｒｉ　 ７３．０７＊＊＊ ０．００００ 至少部分面板包含单位根

注：＊＊＊表示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我们根据最近１２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的平均粮食单产对各省区市进行排序。此外，参照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的建议，我们将ｒ设定为０．３［２３］，回归检验就从ｔ＝ ［ｒＴ］＝ ［０．３×３３］的整数部分即第

９年开始，一共有２５个观测值。为了进一步控制回归中的自相关和异方差，我们采用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
的回归模型［３０］。根据Ｇｒｅｅｎ的建议，将滞后期选为Ｌ＝Ｔ１／４ ＝ （３３）１／４ ≈２［３１］。
我们首先对三种粮食总体收敛情况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玉米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ｔ值大于

－１．６５），而稻谷和小麦则不存在总体收敛趋势（ｔ值小于－１．６５）（见表５）。这与变异系数揭示的
信息是吻合的，并进一步否定了β收敛检验的结果，表明β收敛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缺陷，这也
为今后的β收敛分析提出了警示。

表５　总体收敛检验

谷类 ｔ值 结果

稻谷 －３．４２ 发散

小麦 －１４．５１ 发散

玉米 ５．１５ 收敛

然而，拒绝总体收敛并不意味不存在收敛，成员完全有可能收敛于几个区域性俱乐部，呈现出俱
乐部收敛的态势［２３］。因此，我们接着应用ｌｏｇｔ检验找出稻谷和小麦的收敛组，其结果报告在表６中。
我们的结果显示：（１）稻谷单产除了山西，其他省区市（青海、重庆无数据）均向同一均衡水平收

敛。（２）玉米单产在全国范围内收敛。（３）小麦收敛成三个俱乐部：其中，华北五省市、东北三省、华
东大部、西北部分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浙江、
福建、陕西、新疆）以及河南等１６个省区市收敛于第一个俱乐部；中部和西部大部以及华东部分地
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甘肃、青海、宁夏、江西、上海）收敛于第二俱乐部；西南云桂黔（云南、广
西、贵州）三省区收敛于第三俱乐部；西藏的小麦单产远高于其他地区，不与其他任何地区收敛。稻
谷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直到２０１２年才被玉米超越。２０１３年我国稻谷总
产量达到了２．０４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３３．８３％。虽然存在区域性差异，但由于改革开放后全国
统一市场的建立，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以及气候变暖等因素，传统上水稻低产地区（如北
方）的产量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促进了水稻单产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趋向于同一均衡水平［３２］，即存在
一个全国性的单产收敛。但是，我们也发现山西稻谷单产水平并没有与其他省区市保持收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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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在于山西省过低的耕地利用效率和较差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叶浩等发现，２００８年山西
省耕地利用效率低于０．５，为全国最低［３３］。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山西的有效灌溉面积远低于周
边的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区（仅为１／４至１／３）；农用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量也同样低于
内蒙古，仅为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１／６至１／３左右。

表６　三种粮食收敛以及单产情况

省区市　
收敛俱乐部

近五年平均单产
（千克／公顷）

稻谷 小麦 玉米 稻谷 小麦 玉米

北京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６　４８６．６　 ４　９９８．５　 ６　０７０．５

天津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７　２５８．８　 ４　８６９．３　 ５　３７０．６

河北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６　６８３．７　 ５　２３０．９　 ５　１７３．５

山西 发散 第一组 第一组 ４　１７５．９　 ３　３７２．８　 ５　００２．４

内蒙古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７　７０８．６　 ３　１３３．４　 ５　９６１．７

辽宁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７　４９３．２　 ４　９８０．２　 ５　９０６．４

吉林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８　２９７．０　 ３　３１６．５　 ７　０２７．９

黑龙江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６　６９６．３　 ３　５６７．８　 ５　３１５．２

江苏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８　１６４．０　 ４　８４５．５　 ５　３７３．１

浙江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７　１４５．４　 ３　７６８．１　 ４　４９４．３

安徽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６　２３２．２　 ５　１０６．９　 ４　３９３．９

福建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５　９９５．９　 ２　９７１．５　 ３　８３７．５

山东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８　３５１．６　 ５　８３８．０　 ６　５８０．９

河南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７　４４９．０　 ５　８５２．１　 ５　６３３．２

陕西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６　７９６．４　 ３　５５３．８　 ４　５４６．１

新疆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７　６８７．０　 ５　４４１．９　 ６　８９６．８

上海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８　３４１．４　 ３　９７３．９　 ６　２９９．３

江西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５　７８８．３　 １　９４８．１　 ４　３８９．０

湖北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７　８６０．４　 ３　３８８．１　 ４　８６４．９

湖南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６　３５５．５　 ２　４１７．０　 ５　６４８．５

广东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５　４８２．８　 ２　９６０．１　 ４　５０５．８

四川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７　５３８．７　 ３　４０２．８　 ４　９６５．７

甘肃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６　８８６．８　 ２　９４８．１　 ４　９６９．４

青海 无数据 第二组 第一组 无数据 ３　７９２．８　 ８　０９２．４

宁夏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一组 ８　３６４．４　 ３　２８２．１　 ７　４２３．６

广西 第一组 第三组 第一组 ５　３４７．８　 １　３９２．１　 ４　１９２．０

贵州 第一组 第三组 第一组 ５　９８３．９　 １　６４９．８　 ４　７０８．８

云南 第一组 第三组 第一组 ６　０８８．５　 １　８８３．１　 ４　２７５．２

西藏 第一组 发散 第一组 ５　５９８．３　 ６　６５４．１　 ６　２２１．０

海南 第一组 无数据 无数据 ４　５７２．０ 无数据 无数据

小麦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同时也是我国总产量第三的粮食。２０１３年全国小麦总产
量达到了１．２２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２０．２６％。小麦的单产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影响：（１）气候
生态条件。小麦是喜低温长日作物，产量和品质受太阳总辐射能、平均气温变化、降水量以及日

１２１第５期 田　旭　于晓华　张晓恒：中国粮食生产潜能分析：一个基于“俱乐部收敛”的视点



照百分率影响较大①。其中，太阳能辐射有助于提高小麦的光合生产潜力；气温升高则会使小麦
播种期推迟，收获期提早，缩短小麦生育期，影响苗期生长对光热资源的利用，降低单产；生育期
降雨量过大以及变异幅度过大都会使小麦产量波动较大；日照百分率可以提高太阳总辐射量，
从而提高小麦生产潜力［３４］。（２）品种。小麦品种繁多，不同地区受其自然气候条件限制，适合种
植特定类型的小麦，而不同种类的小麦单株成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指标各不相同，导致单产
存在较大差异［３４］。（３）基础设施与劳动、机械、化肥、农药等各种投入要素。（４）统计误差。由
于小麦种植非常集中，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五省产量近９　０００万吨，占全国７６％以上，而
广东、广西等地产量不足１万吨，播种面积太小的地区，土地面积与产量的统计误差会对单产的
计算造成较大影响。
我们的结果显示小麦单产并不存在总体收敛情况，而是收敛于三个组。其中，小麦主产区（河

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五省）和华北地区、东北三省、华东和西北部分地区收敛于第一个组，单产
较高。原因可能是黄淮地区和华北地区气候温暖，雨量适度，生态环境最适宜种植高产优质的强
筋、中筋冬小麦；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矿产营养丰富，土壤结构良好，日照充足，是我国重要的强筋、
中筋硬红春小麦产区；内蒙古土壤质地多为壤土，耕性较好，适合种植小麦；新疆地区由于麦田长期
有积雪覆盖，有利于冬小麦安全越冬，且日照量为全国之首，对小麦生长发育极为有利［３４－３６］。这些
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优良的品种和较高的机械化、水利化水平，使这些地区的小麦单产收敛于较高
水平。与此对应，汉水上游地区土壤偏酸性，肥力较差；江西、湖南、广东、上海降雨太多，不适合小
麦生长；西南日照不足，影响小麦后期灌浆和结实；西北温度偏低，气候干旱，降水量太少，制约了单
产提高［３６］。因此，这些地区的小麦单产收敛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云桂黔三省单产较低，增长
较慢，收敛于更低的均衡水平。根据赵广才的分析，云南的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质地黏重，酸性较
强，土质较差，不适合小麦生长。贵州的小麦主产区主要分布在海拔８００—１　４００米地区，土壤类型
主要为黄壤，具有过黏、过沙、过酸三大特点，缺磷，日照不足，直接影响小麦后期灌浆和结实；加之
贵州灾害性天气种类较多，干旱、秋风、凌冻、冰雹频度大，不利于小麦生长。广西主要种植冬小麦，
播种季节通常在１１月，来年３、４月收割，而此期间正值旱季，降水量仅占年降水量的１５％—３０％，
且太阳辐射较少［３６］。我们还发现，西藏的小麦单产增长较快，不与其他任何地区收敛。其小麦单
产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每公顷不足３　０００千克，但近１０年来每公顷产量均高于６　０００千克，远远领
先于其他地区。原因可能在于西藏的小麦大部分种植在海拔２　６００—３　８００米的河谷地，日照时数
常年在３　０００小时以上。由于气温日夜差较大，因而小麦光合作用强，净光合效率高，容易形成大
穗大粒，适合种植高产的强冬性中筋小麦［３４，３６］。此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西藏的农业生产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塑料薄膜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相关
指标至少增加了１倍，因此，单产能保持极高的增长速度。
除了自然条件的差异外，我们还发现小麦生产中不同地区在投入要素上存在巨大差异。表７

根据《２０１３年农产品成本收益统计资料汇编》计算了２０１２年三个收敛组的投入要素均值，我们将
书中汇报的１５个省区市按照收敛情况划为三个组，遗憾的是没有西藏的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个
收敛组（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新疆）的种子、化肥、农药以及机械投入远高
于第三收敛组（云南），也高于第二收敛组（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但劳动的投入为所
有组中最低；第三收敛组的劳动投入最高，但其他要素投入均远低于第一、二收敛组。这说明投入
要素的巨大差异可能也是造成不同地区小麦单产收敛于不同俱乐部的原因。此外，在小麦不是主
要粮食作物的地区，政府对小麦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种子技术的研发力度较小，这也会造成小

２２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６卷

① 参见孙芳《我国主要作物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态系２００５年硕士学位论文。



麦单产的发散。

表７　不同收敛组小麦投入要素使用比较（每公顷）

分组
单产
（千克）

劳动
（标准工作日）

种子
（千克）

化肥
（元）

农药
（元）

机械费用
（元）

第一组 ５　７３８．４　 ６０．１　 ２８６．０　 ２　３０７．６　 ２２１．６　 １　７１４．７

第二组 ５　０５１．３　 ９９．８　 ２４９．５　 １　８４０．１　 １８６．８　 １　７５８．６

第三组 ２　７２１．９　 １２８．０　 １７５．７　 ９５２．１　 １７４．２　 ３６５．４

玉米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在中国，玉米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超过小麦成为总产
量第二的粮食，２０１２年超过稻谷成为我国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２０１３年总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

３６．３０％。我们的检验显示，玉米单产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这可能归因于玉米对生长条件的要
求较低，可以在多种土壤上种植，且新品种更新和推广应用速度快，加之科学的施肥和灌溉，以及覆
膜技术的推广和新技术跨区域的快速传播，这些都导致了玉米单产的快速增长和趋同［３７］。李少昆
和王崇桃指出，在确定了玉米在饲料中的主导地位之后，我国的玉米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工业消费量
和畜牧业增长拉动，２００６年以来玉米价格的连续上涨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农技人员科技服务的积极
性，促进了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应用和推广［３７］。
以上结果表明，影响作物单产收敛的可能原因包括高产品种的推广情况，对自然生态条件的敏

感程度以及相应投入要素的使用差异。稻谷的收敛主要归功于高产杂交稻的推广，而玉米的收敛
则主要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新品种的研发和推广，而且品种受自然生态条件影响较小。孙
芳利用嵌套ＣＥＲＥＳ作物模型估计了三大主粮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她的研究发现，小麦
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玉米受影响最小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麦未能克服自然条件的差异。此
外，小麦的单产收敛情况还可能受到地方性的品种保护、投入要素的地区性差异以及统计误差等因
素影响。

五、三种粮食生产潜能分析

基于上述俱乐部收敛分析，我们进一步测算了三种粮食在全国范围内的潜在产能。这对我们
制定有效的粮食安全政策至关重要。由于农作物潜在产出水平的决定因素较多，包括技术、气候、
土壤状况以及各地的生产模式和经济环境，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影响土地生产率，并通过单产水平反
映出来。因此，我们从单产提升空间的角度来分析生产潜能。
具体而言，我们以历年各收敛俱乐部中最高的单产作为该俱乐部所有成员在该年的潜在单产

水平，用各年度的潜在单产水平乘以实际播种面积得出各俱乐部历年的潜在产量，加总所有俱乐部
的潜在产量即为全国潜在产量。计算结果汇报在表８中。根据统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１）三种主粮均有较大的增产空间，其中，玉米和稻谷的增产潜力高于小麦；（２）三种主粮的增产潜
力随时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即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俱乐
部内部单产差异在不断减少；（３）１９８０至２０１２年间实际产量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潜在产量的增速；
（４）２０１２年稻谷、小麦、玉米的潜在产量分别为２５　２５１万吨、１３　５２３万吨、２７　０９７万吨，分别比同期
实际产量高出２７．７％、１１．７％、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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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芳《我国主要作物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态系２００５年硕士学位论文。



表８　三种粮食实际产量以及潜在产量情况

年份
稻谷 小麦 玉米

实际产量 潜在产量 增产空间 实际产量 潜在产量 增产空间 实际产量 潜在产量 增产空间

２０１２　 １９　７６９．８　２５　２５１．２　 ２７．７３％ １２　１０２．４　１３　５２３．２　 １１．７４％ ２０　２７６．８　２７　０９７．１　 ３３．６４％

２０１１　 １９　４６１．５　２６　４９１．５　 ３６．１２％ １１　７４０．１　１３　２５８．４　 １２．９３％ １８　９９５．６　２４　６５０．１　 ２９．７７％

２０１０　 １８　９１９．１　２５　５９１．８　 ３５．２７％ １１　５１８．１　１３　０７３．３　 １３．５０％ １７　４５３．１　２３　７５２．８　 ３６．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８　８５３．１　２４　０８４．８　 ２７．７５％ １１　５１１．５　１３　０３３．２　 １３．２２％ １６　１４０．７　２２　３２１．０　 ３８．２９％

２００８　 １８　５１６．３　２５　１１０．１　 ３５．６１％ １１　２４６．４　１２　７２７．８　 １３．１７％ １６　３３６．６　２１　３４７．０　 ３０．６７％

２００７　 １７　９７５．４　２４　９０７．５　 ３８．５６％ １０　９２９．８　１２　５４２．５　 １４．７６％ １４　９８７．５　２１　５５２．９　 ４３．８１％

２００６　 １７　６９２．７　２４　６３６．２　 ３９．２４％ １０　８４６．６　１２　３８２．４　 １４．１６％ １４　９５２．３　２０　０５３．２　 ３４．１１％

２００５　 １７　４２６．８　２４　０７９．１　 ３８．１７％ ９　７４４．５　１１　５３７．４　 １８．４０％ １３　６９７．１　１８　５３４．９　 ３５．３２％

２００４　 １７　２５２．１　２２　５１２．８　 ３０．４９％ ９　１９５．２　１０　５３１．６　 １４．５３％ １２　７９５．１　１７　４２５．１　 ３６．１９％

２００３　 １５　４２５．０　２０　７８８．６　 ３４．７７％ ８　６４８．８　１０　３５５．６　 １９．７３％ １１　３６９．９　１６　０８６．０　 ４１．４８％

２００２　 １６　８２４．４　２４　０６８．５　 ４３．０６％ ９　０２９．０　１１　０２２．９　 ２２．０８％ １１　９２７．１　１６　２３２．７　 ３６．１０％

２００１　 １７　１３４．４　２５　８０６．８　 ５０．６１％ ９　３８７．３　１１　４３６．１　 ２１．８３％ １１　２２２．１　１７　０２１．１　 ５１．６８％

２０００　 １８　１０７．７　２４　８３１．０　 ３７．１３％ ９　９６３．６　１３　４９６．６　 ３５．４６％ １０　３９６．１　１６　０３４．８　 ５４．２４％

１９９９　 １９　１４７．９　２８　２３２．２　 ４７．４４％ １１　３８８．０　１４　７８６．３　 ２９．８４％ １２　６１０．３　１８　０７１．９　 ４３．３１％

１９９８　 １９　１９３．１　２８　７７０．６　 ４９．９０％ １０　９７２．６　１５　０５０．１　 ３７．１６％ １３　０９７．６　１９　６２７．７　 ４９．８６％

１９９７　 １９　３５８．８　２７　５９６．０　 ４２．５５％ １２　３２８．９　１５　３６８．８　 ２４．６６％ １０　２１７．８　１６　４０７．８　 ６０．５８％

１９９６　 １９　３５５．４　２６　４９７．８　 ３６．９０％ １１　０５６．９　１５　０３７．６　 ３６．００％ １２　７４３．２　１７　２９９．５　 ３５．７６％

１９９５　 １８　３６１．７　２４　８４８．７　 ３５．３３％ １０　２２０．７　１５　２８４．１　 ４９．５４％ １１　１９４．９　１４　５６５．６　 ３０．１１％

１９９４　 １７　４３９．５　２５　０４７．３　 ４３．６２％ ９　９２９．７　１５　２４６．２　 ５３．５４％ ９　９２４．０　１５　２１８．３　 ５３．３５％

１９９３　 １７　６０１．３　２３　６０１．９　 ３４．０９％ １０　６３９．０　１６　１７１．３　 ５２．００％ １０　２６８．９　１４　３６７．８　 ３９．９２％

１９９２　 １８　４６２．４　２３　７６４．１　 ２８．７２％ １０　１５８．７　１６　２１４．５　 ５９．６１％ ９　５３４．３　１３　９３２．６　 ４６．１３％

１９９１　 １８　２３０．４　３０　１９９．８　 ６５．６６％ ９　５９５．３　１５　８６２．５　 ６５．３１％ ９　８７４．５　１３　４７３．０　 ３６．４４％

１９９０　 １８　７８８．９　２９　９２０．３　 ５９．２４％ ９　８２２．９　１５　２２２．６　 ５４．９７％ ９　６７９．４　１４　７４２．５　 ５２．３１％

１９８９　 １７　８８２．９　２７　６４２．４　 ５４．５７％ ９　０８０．７　１３　４９１．０　 ４８．５７％ ７　８９０．９　１３　５０８．９　 ７１．２０％

１９８８　 １６　８０９．７　２６　７３８．８　 ５９．０７％ ８　５４３．２　１２　３９５．３　 ４５．０９％ ７　７３３．７　１２　２８１．１　 ５８．８０％

１９８７　 １７　４２６．２　２６　７３０．５　 ５３．３９％ ８　５９０．２　１１　４３１．１　 ３３．０７％ ７　９２４．１　１１　７２９．５　 ４８．０２％

１９８６　 １７　２２２．４　２６　５９８．８　 ５４．４４％ ９　００４．０　１２　０６１．０　 ３３．９５％ ７　０８５．６　１１　２０８．４　 ５８．１９％

１９８５　 １６　８５６．９　２６　９８１．３　 ６０．０６％ ８　５８０．５　１０　９９２．３　 ２８．１１％ ６　３８２．６　１１　５３９．５　 ８０．８０％

１９８４　 １７　８２５．５　２７　３９４．０　 ５３．６８％ ８　７８１．５　１１　６９３．８　 ３３．１６％ ７　３４１．０　１２　０１４．５　 ６３．６６％

１９８３　 １６　８８６．５　２６　３３２．４　 ５５．９４％ ８　１３９．０　１０　４８５．１　 ２８．８３％ ６　８２０．５　１１　３７２．３　 ６６．７４％

１９８２　 １６　１５９．５　２５　９５１．６　 ６０．６０％ ６　８４７．０　１０　７００．６　 ５６．２８％ ６　０５６．０　１０　８０１．８　 ７８．３７％

１９８１　 １４　３９５．５　２５　１３９．２　 ７４．６３％ ５　９６４．０　 ８　７７６．５　 ４７．１６％ ５　９２０．５　 ９　２０１．０　 ５５．４１％

１９８０　 １３　９９０．５　２４　０９３．０　 ７２．２１％ ５　５２０．５　１０　５２１．８　 ９０．６０％ ６　２６０．０　 ９　２６９．３　 ４８．０７％
注：海南、青海、重庆数据不全，鉴于三地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很小，我们没有将其纳入预测分析。实际产量与潜在产
量单位均为万吨。

为了进一步研究三种主要粮食的生产潜能，我们汇总了稻谷、小麦、玉米历年的实际产量与潜在
产量，并计算了总产量增长空间，结果展示在图３中（海南、青海、重庆数据不全，我们没有将其纳入预
测分析）。其中，左侧纵坐标为产量测度，右侧纵坐标为增产潜力。从图中可以明确看出潜在产量与
实际产量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２００４年以后粮食潜在产量也出现了“九连增”现象。２０１２年，三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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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的潜在产量达到６５　８７１万吨，比当年的实际产量（５２　１４９万吨）高２６．３％。我们对增产潜力的预测
要明显低于 Ｗａｎｇ等用生产效率指标得出的预测［１６－１７］，这可能因为我们考虑了不同俱乐部的差异性。
即便如此，这一结果同样显示当前我国的主粮生产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此外，我们还发现实际产
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异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产量增长潜力高达７０％，到２０１０
年后已经下降到３０％以下。用增产潜力对时间趋势项进行简单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增产潜力每年大
约下降１．１个百分点；到２０２０年，预期增产潜力会下降到１８．７％；到２０３０年，预期增产潜力会进一步
下降到７．７％。然而，我们还可以观察到２００４年以来增产潜能大体在３０％左右波动，所以我们可能高
估了潜能下降的速度。结合潜能变化的长期时间趋势回归结果和２００４年以来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
初步认为，未来１０—２０年之内，粮食生产仍然存在一定的增产空间（１０％以上）。

图３　三种粮食历年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

六、结　语

作为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确保粮食安全是我国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
临的重大挑战。未来保障粮食安全将主要依赖单产的提高。为了加深对我国粮食生产潜能的理
解，本文从俱乐部收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稻谷、玉米、小麦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的收敛情况。鉴
于传统收敛检验方法（β收敛和σ收敛）存在的缺陷，我们采用了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提出的俱乐部收敛检验
来判定收敛情况［２３］。实证结果显示，玉米全国范围内收敛；稻谷除山西单产增加缓慢，不与其他地
区趋向同一均衡水平之外，全国总体也存在收敛情形。而小麦则收敛于三个不同的俱乐部，其中，
作为小麦主产区的黄淮地区和东北、华北、华东大部以及西北部分地区收敛于第一组，单产较高；而
汉水流域、西部大部以及华东部分地区收敛于第二组，单产稍低；云桂黔收敛于第三组，单产增长最
慢，水平也最低；西藏的小麦单产增长远高于其他地区，也不与任何地区收敛。
我们认为，高产品种的推广力度、对自然生态条件的敏感程度以及相应投入要素的使用差异是

影响单产收敛的关键因素。稻谷单产的收敛主要归功于高产杂交稻的推广，而玉米单产的收敛则
主要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新品种的研发和推广，而且品种受自然生态条件影响较小。与之
相反，小麦对自然气候条件较为敏感，且播种品种和投入要素地区差异较大，从而导致单产收敛于
三个俱乐部。当然，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揭示粮食单产收敛与发散的事实，至于背后
的推动因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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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测算了我国的粮食生产潜能。用历年各收敛组中单产最高的指标作为该
组当年的潜在单产水平，我们发现三种主要粮食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截
止到２０１２年，潜在产量高达６５　８７１万吨，仍比实际产量高２６％，即我国三种主要粮食产量仍有较
大的增长空间。通过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未来１０—２０年内，我国粮食仍然会有１０％以上
的增产潜力。根据收敛原因的分析，潜能的激发可能依赖于高产品种的研发和推广以及农业基础
设施等投入的均等化。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预测是以同一收敛组内各地区均能实现组内最大单产为前提，但现实中
影响粮食单产的因素太多，有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的差异并不能通过技术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等渠道
消除，所以，即便同一收敛组内不同地区也可能无法实现同样的单产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对导
致同一收敛组内部单产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剔除无法消除差异的因素，从而测算出真实的增产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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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和比较”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

叶君剑
（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２—１５日，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浙江大学亚洲研
究中心合办的“亚洲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和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副院长吕一民，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ｒｔｏｎ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历史学系主任梁敬明主持。

此次会议共邀请来自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布鲁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
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五十余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在大会发言中，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考察了在清代中外贸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南京布”的产地及其命名、外销情形
和贸易量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讨论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华侨在１８９７至１９１１年间介入的海内外
华人改良和革命运动，试图突破“民族—国家”框架，推动以地方为中心的地方史和走向全球联系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冯培
红教授以美国学者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为例，评析了美国学界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动向。宁波大学龚缨晏教授介
绍了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玛高温撰写的《博物通书》一书及其在中国电报史上的意义。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叙述并分析了

１９０８年、１９１０年美国舰队与商团访问厦门的情形。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Ｅｒｉｃ　Ｓａｇｅｒ教授探讨了加拿大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浙江大学陶磊副教授从东西方神秘主义与主流文化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文明的演进路径是断裂的，西方文明则是连
续的。浙江大学肖如平教授考察了“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苏联的政策从“反共抗俄”转变为“联苏反攻”的过程。

在分会场的讨论中，第一分会场以“亚洲与美洲的交通、移民、贸易、外交、战争和文化的形式研究”为主题。加拿大维
多利亚大学Ｊｏｈｎ　Ｐｒｉｃｅ、Ｌｙｎｎｅ　Ｍａｒｋｓ、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ｒｔｏｎ，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祖文，北京师范大学徐鹤，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

浙江师范大学陈国灿，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杭州师范大学夏卫东，浙江大学杨雨蕾、安成浩、徐立望、李庆、陈群元、赵晓
红、徐亮等学者进行了精彩发言。

第二分会场以“太平洋两岸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宗教、语言等的特点比较”为主题。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Ｈｅｌｅｎ
Ｌａｎｓｄｏｗｎｅ，加拿大布鲁克大学Ｎｉｎｇ　Ｗａｎｇ，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王琛发，上海大学陈明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梁治平，

南开大学许檀，浙江工商大学宫云维，杭州师范大学丁贤勇，温州大学王兴文、徐欢，浙江大学千勇、马娟、周维煦、陈麟、包
晨岚、叶君剑等学者陆续发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趋频繁。本次国际学术研讨
会既有宏观层次的探讨，又有现实指向的命题，且不乏细致的考证，涵盖古今中外，呈现出学术交流的丰富内容。会议期
间，浙江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还就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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